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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近郊区乡村性评价及精准脱贫模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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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重庆市渝北区１３８个行政村进行乡村性评价，并基于评价结果对乡村发展类型进行划分，运用地理探测

器模型研究不同乡村发展类型贫困发生率的主要影响因素，探讨其精准脱贫模式．研究表明：① 渝北区乡村性总体

上由西南部向东北部递增，各个乡村性指数在空间上呈现“北高南低”格局；② 渝北区１３８个行政村可划分为现代

农业导向型、三产融合发展型和城乡空间邻近型３个发展类型；③ 贫困探测因子在不同乡村性类型之间差异较大，

应科学施策，对不同发展类型乡村因地制宜，精准脱贫；④ 都市近郊乡村贫困发生率虽然远低于集中连片贫困地

区，但必须重视脱贫攻坚工作，补齐短板，发挥产业优势和都市带动作用，实现全面脱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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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地域辽阔，受自然地理分异和城乡空间格局差异的影响，乡村地域类型复杂多样［１］．当前，我国贫
困人口主要集中在滇桂黔石漠化区、武陵山区等１４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２］，其他地区，有一部分靠近大都
市的乡村存在插花式、分散式贫困分布，虽然这些都市近郊乡村贫困发生率相对较低，区位条件和自然环
境相对较好，但由于致贫因素多元且复杂，实现这部分乡村的全面脱贫仍需要准确剖析、精准施策．因此，
深入了解都市近郊乡村发展状况的基本面，并根据乡村发展的不同类型差别化判断区域致贫的主要影响因
素，以问题为导向精准施策，对于减少甚至消除都市近郊乡村贫困具有重要意义．
乡村性是综合反映乡村发展水平、揭示乡村地域内部差异、识别乡村地域空间的重要概念，是从人对

乡村的感知、乡村的地域特征、乡村生活、乡村功能、乡村发展等多方面识别乡村地域空间的重要指
标［３－４］．乡村性评价有助于客观评估乡村发展的现状，划分乡村地域类型，指导乡村多元化发展［５－６］．地理
探测器是探测空间分异性，并揭示其背后驱动力的一组统计学方法，是探测和利用空间分异性的工具．地
理探测器模型可以检验单变量的空间分异性，也可以通过检验两个变量空间分布的一致性，来探测两变量
之间可能的因果关系，被广泛应用于分析地理要素格局演变和地域空间分异等方面［７－９］．目前，国内外学者
对乡村性的概念、内涵和评价方法进行了深入研究，并从宏观、微观等尺度对国内外典型区域进行乡村性
评价、分类，并对其时空格局演变及其原因进行了系统研究［３，４，６，１０－１３］．关于地理探测器模型的应用主要集
中在健康风险评估、空气质量、区域经济、自然地理分区等方面，近年来也被应用于贫困化分异等方面的
研究［８－９，１４－１６］．将乡村性评价与地理探测器模型相结合，将有助于在空间上解释乡村地域内部差异，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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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致贫因素，因地制宜地开展不同模式的精准脱贫工作．
基于此，本研究将乡村性评价与贫困主导因素的地理探测相结合，将重庆市渝北区建档立卡贫困户所

在的１３８个行政村作为评价单元，建立村域尺度乡村性评价指标体系，根据乡村性评价结果对各行政村发
展类型进行划分，并结合发展类型选取致贫因素进行地理探测，诊断致贫主导因素及其分异特征，为因地
制宜、有效实施区域精准脱贫提供模式参考．

１　研究区概况与数据来源
１．１　研究区概况
重庆市渝北区位于重庆市主城区东北部，属于重庆市主城九区之一，为重庆市中心城区与郊区的过渡

地带（图１）．辖区面积１　４５７．０７ｋｍ２，西南部位于重庆市中心城区范围内，是国家级新区两江新区的产业核
心区；东北部则是近１　０００ｋｍ２ 的农村地区，该区域毗邻重庆市中心城区，地理位置优越，是较为典型的都
市近郊乡村．自建档立卡以来，渝北区贫困人口从２０１４年的６　２０７人减少到２０１７年的２　５４６人，扶贫减贫
成效明显．但从村域尺度看，仍有１３８个行政村未能全面消除贫困，它们分布在渝北区茨竹镇、大盛镇、大
湾镇、古路镇、洛碛镇、木耳镇、石船镇、统景镇、兴隆镇和玉峰山镇，其中６个村位于重庆市城乡规划确
定的中心城区内（图２）．

图１　研究区位置及渝北区范围

１．２　数据来源
本研究采用的村镇经济社会数据主要来自《渝北区统计年鉴（２０１７年）》、渝北区各村镇统计年报、农业

生产年报，以及精准扶贫评估调查数据；土地数据来源于２０１７年渝北区土地利用年度变更调查数据库、渝
北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２００６－２０２０年）数据库；道路交通数据主要从变更调查数据中提取，以及遥感影
像、渝北区城市（村）规划中获得；行政区界线以重庆市２０１４年划定成果为准．

２　都市近郊乡村性评价
２．１　指标体系及计算方法
都市近郊区城乡地域发展演变具有特殊性，若要全面、客观了解乡村个体差异和内部结构差异，既

不能采用镇域或县域等宏观尺度进行评价，也不能仅靠单一的乡村性指数进行衡量．根据乡村性的概念
和内涵，乡村是由不同要素构成的地域系统，其发展、转型、重构与人口、土地、产业三者联系密切，乡
村人口、土地、产业的演变既是乡村地域发展的要素活力，也是乡村转型的内生动力．与此同时，乡村地
域系统不能孤立存在，尤其是在都市近郊区，乡村的发展需要主动适应区域城乡发展，推进城乡融合．
因此，乡村性评价应关注乡村人口聚落、土地利用、产业结构以及城乡融合水平［１，６，１７］．因此，本研究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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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系统性、可比性、代表性、可获取性和评价指标稳定性等原则，以行政村为评价单元，建立都市近郊
乡村性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表１）．

图２　贫困人口与贫困发生率分布图

表１　都市近郊乡村性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准则层 指标层 正逆 内涵及计算方法 权重

人口聚落（０．２４） 人口密度 －
反映乡村对人口的吸纳能力，人口密度越大，乡村性越

弱，通过计算乡村人口与乡村面积的比值获取．
０．５６

外出打工人口比重 －

反映乡村的空心化程度和城市对乡村人口的吸收能力，

外出打工人口比重越高，乡村性越弱．通过计算外出打

工人口与乡村总人口比值获取．

０．４４

土地利用（０．２２） 土地开发强度 －

反映城镇化过程中乡村地域的土地开发情况，土地开发

强度越大，乡村性越弱．通过建设用地面积占村域面积

的比重获取．

０．６３

农作物播种面积 ＋
反映耕地的实际利用面积，消除了闲置撂荒耕地的影

响，农作物播种面积越大，乡村性越强．
０．３７

产业结构（０．１９） 第一产业增加值 ＋ 反映乡村第一产业发展状况，产值越高，乡村性越强． ０．５２

人均粮食产量 ＋
反映乡村农作物生产能力，人均粮食产量越高，乡村性

越强．通过粮食总产量与农村人口比值获取．
０．４８

城乡融合（０．３５） 基础设施建设密度 －

反映乡村地域的基础设施（道路、公共服务设施等）建设

情况，基础设施密度越高，乡村性越弱．用基础设施建

设用地面积占村域面积的比重来表示．

０．６１

城乡通勤时间 ＋

反映城乡之间通勤的便利程度，城乡之间通勤时间越

长，乡村性越强．通过Ａｒｃｇｉｓ软件计算机动车从行政村

到区行政中心所需时间获取．

０．３９

　　由表１可见，本研究对于都市近郊乡村性评价的计算，主要包括人口密度、土地开发强度、第一产业
增加值、基础设施建设密度等８项指标，采用极差标准化法对各项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以消除指标量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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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并使用层次－熵权法对准则层和指标层进行主客观结合赋权［１８－１９］．乡村性评价公式如下：

ＲＩｉ＝∑
ｎ

ｊ＝１
ωｊ×Ｓｉ （１）

式中：ＲＩｉ 为ｉ村域乡村性指数；ωｊ 为第ｊ项指标权重；Ｓｉ 为村域各指标的标准化值．乡村性指数的数值
越大，其乡村性越强．
２．２　乡村性指数的空间特征
根据上述方法，分别计算渝北区相关村域的人口聚落、土地利用、产业结构、城乡融合以及乡村性综

合指数，发现渝北区１３８村乡村性综合指数介于０．２６～０．７９之间，中位数０．６５，平均值０．６４，表明全区乡
村性指数总体较高；乡村性指数标准差０．０８，表明村域乡村性综合指数与均值的离散程度较小；偏度系数
和峰度系数分别为－１．１９和３．４０，偏度系数为负且均值位于峰左，表明乡村性指数较大的村域比例较大．
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对乡村性各单项指数和综合性指数的空间分布特征进行研究（图３、图４）．

图３　乡村性指数空间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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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ＡｒｃＧＩＳ中的自然断裂点法，将各单项指数和乡村性综合指数分为低值区、较低值区、中值区、较
高值区和高值区５级．总体上看，渝北区各指数在空间上呈“北高南低”格局，但各指数类型间差异明显．渝
北区村域人口聚落指数（ＰＲＩ）介于０．２９～０．９３之间，低值区（ＰＲＩ＜０．４０）零散分布于古路镇、洛碛镇、木
耳镇及大盛镇的６个（４．３５％）行政村，这些乡村受城市化影响程度较大，空心化较为严重，外出打工人口
比例大，人口密度低．高值区（ＰＲＩ＞０．７７）共计２８个（２０．２９％）行政村，多分布于渝北区龙王洞山、铜锣
山、明月山山脉周边的山地丘陵地带，部分乡村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景观和旅游资源，解决了当地村民的
生计，吸引了劳动人口的集聚；另一部分受制于山地地形，人口集聚在相对狭窄的山谷地带，导致人口密
度相对较大．渝北区村域土地利用指数（ＬＲＩ）介于０．０６～０．９２之间，低值区（ＬＲＩ＜０．２０）分布于渝北区南
部靠近中心城区的玉峰山镇、木耳镇和石船镇的３个（２．１７％）行政村，这３个村分别位于渝北区创新经济
走廊、保税港区和空港工业园３个园区，该区域建设用地比重高，土地农业性质弱，乡村性低．高值区
（ＬＲＩ＞０．７７）共计１５个（１０．８７％）行政村，皆分布于渝北区最北部的３个镇，这些乡村受城镇化影响较小，
农业生产面积较大，土地开发强度低．渝北区村域产业结构指数（ＩＲＩ）介于０．０７～０．７８之间，低值区（ＩＲＩ
＜０．２１）主要分布于茨竹镇、统景镇、石船镇和玉峰山镇的１２个（８．７０％）行政村，这些乡村均位于渝北区
乡村旅游重点发展镇，村内开发较早，农业产业化程度高，第一产业比重低．高值区（ＩＲＩ＞０．５６）涉及１３
个（９．４２％）行政村，主要位于渝北区北部３镇，这些乡村水土资源相对较好，灌溉便利，农业生产能力较
强．渝北区村域城乡融合指数（ＵＲＩ）介于０．２２～０．９６之间，低值区（ＵＲＩ＜０．４５）分布在渝北区玉峰山镇和
洛碛镇的４个（２．９０％）行政村，这些乡村或距离中心城区较近，或位于重要交通沿线，或靠近场镇，城乡
联系紧密，公共基础服务设施较为完备．高值区（ＵＲＩ＞０．８９）则分布于距离中心城区较远的１５个
（１０．８７％）行政村，这些乡村受地形、交通和社会经济等方面影响，基础设施相对薄弱，城乡联系水平较低．

图４　乡村性综合指数及其ＬＩＳＡ聚类分布

渝北区１３８村乡村性综合指数空间上总体呈“西南向东北递增”的规律（图４），根据距离衰减理论，随
着各乡村与西南部重庆市中心城区距离的增加，各行政村受城市发展的影响逐渐减小，乡村性增强．具体
而言，若以古路镇、木耳镇、龙兴镇、石船镇北部及西部为界线将渝北区划分为西南片区和东北片区，则东
北片区乡村性为中高值及以上的行政村有４９个，占全部中高值乡村性行政村的９６．０８％，这些乡村主要位
于山地丘陵区，土地开发强度低，交通及基础设施相对薄弱，发展以生态保育和农业生产为主．为了进一步
揭示乡村性综合指数的空间分异特征，本研究结合空间自相关方法［６，２０－２１］，计算得到其 Ｍｏｒａｎ’ｓ　Ｉ指数为
０．３９（ｐ＜０．０１），表明其空间集聚分布特征较为显著，从ＬＩＳＡ聚类图（图４）可看出，乡村性综合指数“高—
高集聚区”（即该区域乡村性综合指数高，其周边村域乡村性综合指数也高；反之亦然）共有９个（６．５２％），

０６ 西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ｈｔｔｐ：／／ｘｂｂｊｂ．ｓｗｕ．ｅｄｕ．ｃｎ　　　　　第４０卷



全部位于渝北区西北部的大湾镇和大盛镇．“低—低集聚区”共计１８个（１３．０４％），其中１６个位于西南部的
古路、木耳、玉峰山镇，２个位于渝北区东南部的洛碛镇．“低—高集聚区”和“高—低集聚区”分布范围小，
故本研究不作分析．渝北区都市近郊乡村性空间分布和空间集聚相关结果充分体现了其“北高南低”、“西南
向东北递增”的空间格局，为开展都市近郊乡村类型划分提供了依据．

图５　基于乡村性评价的乡村类型划分示意图

２．３　基于乡村性评价的乡村类型划分
村镇有类型之分、模式之别，在乡村振兴战略

大背景下，实现乡村空间重构，完善都市近郊城乡
融合系统和乡村地域系统，对于实现乡村业兴人
旺、安居乐业和指导乡村转型发展具有重要意义［１］．
本研究在研究渝北区都市近郊乡村性空间特征及差

异的基础上，进一步结合区域发展方向和相关政
策、规划，提炼出３个渝北区都市近郊乡村发展类
型，并为提供基于多种类型的村域多维减贫模式打
下基础（表２、图５）．
２．３．１　现代农业导向型
现代农业导向型乡村主要指乡村性综合指数较

高、产业结构指数高、土地利用指数高的乡村，主
要分布在渝北区大湾镇、大盛镇、统景镇和茨竹镇．
这类乡村主要位于传统农业生产区域，工业、服务
业等发展滞后，基础设施和经济发展水平整体偏弱．
今后应以发展现代农业为导向，补齐农业基础设施
短板，优化农产品品种结构、质量结构、市场结构，
逐步建成集约高效、稳产高产的农业生产体系，注重生态环境保护，逐步实现乡村振兴．

表２　基于乡村性评价的村域类型划分

乡村发展类型 乡村性主要特征 划分理由 涉及村域

现代农业导向型（４４个）
乡村性强，产业结

构、土地利用指数高

远离中心城区，为城市提供农产品

及其附属加工品，剩余劳动力流向

城市，发展水平相对较低．

大湾镇水口等１９村、大盛镇三新

等１３村、统景镇合理等５村、茨

竹镇华蓥等６村、洛碛镇水溶洞村

三产融合发展型（６０个）
乡村性较强，人口、

土地、产业指数中等

偏下

主要位于生态环境优美、具有一定

产业基础和旅游休闲服务基础的

区域，非农产业从业人员较多．

洛碛镇大天池等１２村、统景镇中

和等１６村、茨竹镇放牛坪等１０
村、石船镇共和等９村、兴隆镇保

胜寺等６村、古路镇兴盛等３村、

大湾镇金安等２村、大盛镇天险洞

等２村

城乡空间邻近型（３４个）
乡村性弱、城乡融合

与土地利用指数低

主要位于都市周边，交通便利，传

统乡村特征不明显，受城市发展影

响大，城乡功能联系密切．

古路镇乌牛等１１村、木耳镇石鞋

等１０村、玉峰山镇龙门等７村、

洛碛镇箭沱等４村、石船镇石河村

等２村

２．３．２　三产融合发展型
三产融合发展型乡村主要指乡村性综合指数中上、产业结构指数中低、人口聚落指数中低以及土地利

用指数中低类型的乡村．这类乡村或位于自然环境优美的丘陵山区，旅游休闲服务配套较好，或具有一定
的农业产业基础，多数乡村位于渝北区美丽乡村规划建设的重点区域，如茨竹镇放牛坪村周边、石船镇关
兴村周边、大盛镇天险洞村周边等，发展优势明显．该区域应继续发挥自身农业现代化优势，着力发展特色
农业、设施农业、乡村产业园等农业生产模式，形成休闲旅游、电子商务、加工流通等新业态，在吸引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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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资本和游客的同时做好重庆市主城区生态屏障，改善农村景观与人居环境．

２．３．３　城乡空间邻近型
城乡空间邻近型乡村主要指乡村性综合指数中低、城乡融合指数低和土地利用指数低的乡村，主要分

布在玉峰山、古路、木耳、石船、洛碛等镇．这类乡村多位于重庆市中心城区周边，乡村特征不明显，部分
村域集体用地已被征收，作为城市或工业园区未来发展的拓展区域，城乡功能联系较为密切．该区域应统
筹城乡总体布局，积极推进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发展，在发展农业与其他产业时应注重与重庆主城的协同
与互补，依托保税空港区和创新经济走廊发展，重点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与现代物流业，融入非农产业价值
链，促进公共资源均衡化和城乡要素平等化，有序推进区域人口市民化，共享现代化的发展成果．

３　都市近郊贫困化影响因素及减贫模式

３．１　模型方法与空间影响因素的确定
为进一步探究渝北区都市近郊村域贫困发生率的空间分异特征及影响因素，基于前文乡村类型的划

分，借鉴已有研究成果［２，８，２２－２８］，并结合都市近郊乡村相较于其他远郊乡村受城市影响更大、发展功能更

为全面、区域内无贫困村但贫困人口仍然存在等特点，本研究认为应从自然、经济、社会和生态等多维度
进行都市近郊贫困化影响因素的选取，并重点关注贫困人口的生活质量和水平．基于此，本研究选取１６个
因子并借助地理探测器模型进行分析，对影响都市近郊乡村贫困发生率分异的主导因子进行诊断（表３），

并提出相关减贫方案和模式．地理探测器计算模型如下［７］：

ＰＤ，Ｒ ＝１－
１
ｎσ２∑

ｋ

ｉ＝１
ｎｉσ２ｉ （２）

式中：ＰＤ，Ｒ是探测因子Ｄ 对都市近郊贫困发生率分异的探测力值；ｎ为整个区域样本量；σ为整个区域贫

困发生率的离散方差；ｋ为次级区域个数；ｎｉ，σ２ｉ 为次级区域ｉ的样本量和方差．ＰＤ，Ｒ∈［０，１］，当ＰＤ，Ｒ＝０
时，表明探测因子对都市近郊贫困发生率没有影响力，当ＰＤ，Ｒ＝１时，表明探测因子对都市近郊贫困发生

率具有绝对控制力，ＰＤ，Ｒ值越大，说明探测因子对贫困发生率变化的驱动作用越强．
表３　都市近郊乡村贫困发生率地理探测因子及结果

维度 探　测　因　子
ＰＤ，Ｒ

渝北区

１３８村

现代农业

导向型

三产融合

发展型

城乡空间

邻近型

自然因素 ｘ１ 地形起伏度／ｍ ０．４９２　 ０．８６７　 ０．７２３　 ０．５５８

ｘ２ 人均耕地面积／ｍ２ ０．５４３　 ０．９６７　 ０．５４９　 ０．６０８

ｘ３ 户均耕地半径／ｍ ０．２７６　 ０．９０６　 ０．２１７　 ０．０８３

ｘ４ 大于２５°耕地占比／％ ０．５６６　 ０．８２５　 ０．９８３　 ０．４８６

经济因素 ｘ５ 硬化公路总里程／ｋｍ　 ０．１７６　 ０．７９８　 ０．１３９　 ０．３３１

ｘ６ 距离城市距离／ｋｍ　 ０．４１２　 ０．７８７　 ０．３６４　 ０．８６１

ｘ７ 村公共服务设施占比／％ ０．５５２　 ０．９２３　 ０．５２５　 ０．８０６

ｘ８ 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０．９６２　 ０．９９６　 ０．９６８　 ０．９９２

社会因素 ｘ９ 青壮年人口（１８～６０岁）占比／％ ０．９９３　 ０．９８９　 ０．９４６　 ０．９９７

ｘ１０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人口占比／％ ０．２７９　 ０．７８１　 ０．６０６　 ０．４４６

ｘ１１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比例／％ ０．３３６　 ０．７９７　 ０．３８４　 ０．７１３

ｘ１２参加新型社会养老保险比例／％ ０．４５８　 ０．８７６　 ０．５４３　 ０．８８６

生态因素 ｘ１３水土流失面积占比／％ ０．０５１　 ０．０１３　 ０．１０１　 ０．００１

ｘ１４水旱灾害面积占比／％ ０．２８４　 ０．６１６　 ０．３８７　 ０．００５

ｘ１５生活垃圾与污水处理设施密度／（个·ｋｍ－２） ０．９３５　 ０．７５０　 ０．９９０　 ０．８３９

ｘ１６清洁能源（沼泽、太阳能）使用比重／％ ０．２６４　 ０．８２４　 ０．６５７　 ０．６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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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都市近郊贫困分异主要因素

地理探测结果可知，从渝北区全部１３８行政村范围来看，探测因子的ＰＤ，Ｒ值普遍较小，除ｘ８，ｘ９，ｘ１５
决定性作用较为明显外，其他因子对渝北区都市近郊乡村贫困发生率的影响能力相当，且没有较为显著的

决定性，而在区分乡村性类型后，特定探测因子的决定性作用有所凸显．表明各影响因子在研究区内部相

似性较强，但在不同乡村性类型之间差异较大．
从乡村类型来看，引起现代农业导向型乡村贫困的主导因素是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青壮年人口占

比、人均耕地面积、村公共服务设施占比、户均耕地半径、参加新型社会养老保险比例、地形起伏度、大于

２５°耕地占比、清洁能源使用比重、硬化公路里程等因素；三产融合发展型乡村贫困主导因素包括生活垃圾

与污水处理设施密度、大于２５°耕地占比、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青壮年人口占比、地形起伏度等；城乡空

间邻近型乡村贫困主导因素包括青壮年人口占比、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参加新型社会养老保险比例、距

离城市距离、生活垃圾与污水处理设施密度、村公共服务设施占比、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比例等．研究发

现，在各乡村类型内部，致贫影响因子ＰＤ，Ｒ值的差异较小，说明各类型乡村贫困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

结果，因此，相应的减贫模式也必须具有全面性和综合性．
从探测因子的角度看，在全局尺度和３个不同类型乡村尺度中，各个影响因子对贫困发生率的决定

性既有共同点，又有差异性．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青壮年人口占比、水土流失面积占比３个因子在全

局尺度和３种乡村类型的决定力表现较为一致，其中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青壮年人口占比都有较强的

决定力，而水土流失面积占比决定力都较低．自然因素方面的４个因子对现代农业导向型乡村的贫困发

生率均体现出较强的决定力，而对其他类型乡村决定力相对较弱；经济因素中，体现交通状况的因子对

于现代农业导向型乡村决定力较大，与城市的距离和公共服务设施占比对于城乡空间邻近型乡村贫困

发生率决定力较强；社会因素方面，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新型社会养老保险的比例在现代农业导向

型和城乡空间邻近型乡村对于贫困发生率决定力较大，而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人口占比对于三产融合

型乡村贫困发生率决定力较大；生态因素方面，生活垃圾与污水处理设施密度在三产融合发展型和城乡

空间邻近型乡村内部对贫困发生率决定力较大，而清洁能源使用比重以及水旱灾害面积比重对于现代

农业导向型乡村的贫困发生率决定力较强．

３．３　都市近郊乡村精准脱贫模式

地理探测分析反映影响渝北区都市近郊乡村贫困发生率的核心因素及其在３类不同乡村类型的分异情

况．基于此，本研究进一步对渝北区贫困发生率、乡村类型及各贫困主导因素进行归纳整理（表４），得到渝

北区各类型乡村精准脱贫模式，并对都市近郊因地制宜精准脱贫提出了政策建议．
表４　各乡村发展类型的致贫主导因素及脱贫模式

乡村发展类型
２０１７建档立

卡人口数

贫困发

生率／％

乡村

个数
主　导　因　素 脱贫模式

现代农业导向型 １　１３５

＜１．００　 １３
１．０１～２．００　 ２２
２．０１～３．００　 ８

＞３．００　 １

农业生产、公共服务、居民收

入、公路里程、青壮劳力、文化

教育、社会保障

补齐短板：土地综合整

治、基础建设、资金资

助、教育培训

三产融合发展型 １　０７１

＜１．００　 ３５
１．０１～２．００　 １６
２．０１～３．００　 ８

＞３．００　 １

耕作条件、居民收入、青壮劳

力、环境治理

产业扶贫：土地综合整

治、基础建设、产业化

扶贫

城乡空间邻近型 ３３４

＜１．００　 ２８
１．０１～２．００　 ５
２．０１～３．００　 １

＞３．００　 ０

城乡联系、公共服务、青壮劳

力、居民收入、社会保障、环境

治理

开发扶贫：城镇化、市

民化、基础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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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农业导向型乡村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占渝北区建档立卡总人口的４４．５８％，尚有９村贫困发生率在

２％以上，其主要集中在渝北区北部远离城市的大湾镇、大盛镇，是渝北区贫困的集中发生地区．该区域受

区位条件差、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善等因素制约，需优先补齐发展短板．由于农民人均收入水平较低，该区域

贫困人口首先需要得到资金援助以满足基本生计需求，同时结合教育培训等方式，使其更多地接触和掌握

有效的生计方式和手段．由于该类型乡村主要以农业生产功能为主，地形复杂，灾害易发，应根据农业生产

条件有针对性地开展土地综合治理，推进公共基础设施、服务设施以及环境生态工程建设，提高耕地质量

和抗灾属性，提高土地生产率．此外，该类型村域地理位置较为偏远，交通发展相对落后，要加强村镇对外

交通建设和村内农村道路建设，加强区域对外联系能力．

三产融合发展型乡村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占渝北区建档立卡总人口的４２．０７％，大部分乡村贫困发生率

低于１％，但仍有９村贫困发生率在２％以上，该类型乡村致贫主导因素相对较少，体现出致贫原因的多元

化和复杂性．虽然该区域耕地自然禀赋较好，但由于地处山地丘陵区，存在部分坡耕地，需进行土地综合整

治，进一步改善耕作条件．该类乡村今后应进一步发展农业特色产业，促进农业产业化发展，引进外部资金

参与村镇建设，吸引更多有知识和技能的青壮年劳动力．此外，应结合资源环境优势和位于都市近郊的良

好地理位置，建设面向市民和本地居民的基础设施功能配套区、休闲度假区和城市周边生态涵养区，带动

本地人口就业，提升居民收入，实现全面脱贫．

城乡空间邻近型乡村贫困人口较少，仅占渝北区建档立卡总人口的１３．３５％，且贫困发生率低．该类乡

村与城市空间邻近、关系密切，乡村发展功能已逐步转型为城市功能，应充分利用大都市的带动效应，开

展面向城镇化的开发式扶贫，逐步加强城乡要素合理平等流动，提升区域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

此外，该类乡村多位于渝北在建工业园区或开发区内，部分地区征地工作已经开展，应做好对失地农民的

补偿工作，妥善安排就业和社会保障，促进人口市民化．

４　结论与讨论

１）渝北区１３８村各个乡村性指数在空间上呈现“北高南低”格局，乡村性综合指数高值在渝北区东北部

集聚，低值则主要在西南部集聚，在空间上总体呈“西南向东北递增”的规律．村域乡村性指数在空间上总

体随距重庆市中心城区距离的增加而增加．

２）渝北区都市近郊乡村分为３个发展类型，将乡村性综合指数较高、产业结构指数高、土地利用指数

高的乡村划分为现代农业导向型乡村；将乡村性综合指数中上、产业结构指数中低、人口聚落指数中低以

及土地利用指数中低类型的乡村划分为三产融合导向型乡村；将乡村性综合指数中低、城乡融合指数低和

土地利用指数低的乡村划分为城乡空间邻近型乡村．

３）各贫困探测因子在研究区内部相似性较强，但在不同乡村性类型之间差异较大．各探测因子中，农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青壮年人口占比在全局尺度和３种乡村类型间都显示出较强的决定力，说明村民的整

体生活水平和劳动力水平对渝北区各类型乡村的贫困发生率都有显著的影响，而其他探测因子则因村域类

型的不同而体现出不同程度的差异性，说明在制定精准脱贫相关政策时，应因地制宜、精准匹配、综合施

策，方能达到预期效果．

４）都市近郊乡村贫困发生率虽然远低于集中连片贫困地区，但实现全面脱贫必须采取综合、全面、有

针对性的脱贫模式．根据乡村类型及探测结果，对乡村性强，区位、自然条件和基础设施相对薄弱的现代农

业导向型乡村采取补齐短板的主导脱贫模式，通过自然、经济、社会和生态条件的全面改善提高村民生活

水平；对自然禀赋较好，农业生产水平较高的三产融合发展型乡村重点实施产业扶贫，通过农业产业化、

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促进农民增收；对位于城区周边，多数已纳入城市发展规划的城乡空间邻近型乡村，

则适宜结合区域发展规划开展建设，适度推进城市化进程，保障村民权益，实现全面脱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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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对渝北区１３８行政村进行了乡村性评价，并以此进行了乡村类型划分，但实际上各乡村类型内

部依然具有空间分异特征，可以进一步细分，从而进一步探索更详细分区的贫困主导因素．此外，本研究仅

对２０１７年相关数据进行了分析，并得出都市近郊乡村性分类和精准脱贫模式，但随着我国精准脱贫工作的

持续推进，贫困的空间分异和影响机制很可能发生变化，因此，应持续关注乡村精准脱贫动态，及时发现

精准脱贫新问题，探讨精准脱贫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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